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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共治视角下公众生态环境行为不仅是环境冲突治理工具的重要补充，更是实现环境公平的有效途径。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环境共治视角下环境主动关

心、环保贡献意愿、大众传媒、环境风险感知对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环境共治视

角下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多元化特征；环境风险感知对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

不同于以往研究，大众传媒对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公民公/私域生态环境行为呈现

显著性差异。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优化政府前瞻性治理能力、强化环境风险教育、建立公民同官方传媒

的信任机制，倡导公共理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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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o-governance, publ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havior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environmental conflict governance tools, but also an effec-
tive way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equ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0 
(CGSS2010),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ctive environmental care, wil-
lingness to contribut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ss media and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
tion on citizen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o-governance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itize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o-governance 
have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citize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havior;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mass media has a sig-
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itize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havio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in citizen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n public/private domain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government’s forward-looking governance ability,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risk educa-
tion, establishing the trust mechanism between citizens and official media, and advocating public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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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人们面临着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挑战，严重危及到人类生活的质量。这

些问题存在于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呈现出一种复杂性、不确定性及模糊性的质态，使研究者必须把人类

的共生共在确立为基本主题[1]。而“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构建恰恰是对人类共生共在逻辑的治理回应

[2]。因此，建构环境治理领域下“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公民与政府、社会

组织一样都是环境共治的重要主体，公众参与不仅仅是政府治理实现“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实践路

径与方法，也是环境冲突治理工具的重要补充，更是实现环境公平的有效途径[3]。把握公民生态环境行

为的一般性逻辑[4]，对于构建环境共治格局意义重大。 
我国公民环境行为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高度重视，公民

生态环境行为受到了大量学者的关注以及重点分析。环境共治视角下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呈现

出多元化趋势且各影响因素不断进行非线性组合以及自组织过程，进而推动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变化和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103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唐家辉，张宇 
 

 

DOI: 10.12677/orf.2024.141032 332 运筹与模糊学 
 

演进。据此，在环境共治视角下，以公民生态环境行为为研究对象，基于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CGSS2010)，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环境主动关心、环保贡献意愿、大众传媒、环境风险感知对公民生

态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公民的外在感知及内在认知与生态环境行为的相互作用，进而提出增强公

民生态环境行动的政策建议，实现公民环保贡献意愿的提高以及生态环境行为的优化。 

2. 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2.1.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公民环境行为的概念以及影响公民环境行为的因素难以厘清，但不同学者对其本质内涵的认知存在

较高一致性[5]。生态环境部 2023 年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分为十

项：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践行绿色消费、选择低碳出行、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染产生、呵

护自然生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监督举报、共建美丽中国。而文章以积极、微观的视角阐述公民环境

行为的定义，即公民对于环境直接或间接施加正向影响的活动之总称，诸如节约用水、垃圾分类、绿色

消费、参加环境保护社会组织等行为[6]。针对本文研究对象——环境行为，笔者采用学者彭远春的观点，

从公、私两个维度划分公民环境行为，即私域为公民个体及个体活动领域，而公域则是市民社会，由不

同个体交互行为所构成的一个公共场域[7]。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中大多为心理学要素且不确定性强，缺乏系统分类与归纳。文章从心

理、结构、情景和宏观四个层面对公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从心理因素上来看，主要有环境

意识、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环境关心、环境知识等[8] [9] [10] [11]。从结构层面来看，

学者主要从社会人口特征切入，诸如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因素[12] [13]。从

情景层面来看，主要有文化背景、政策法规、行为代价、合作参与、参与渠道、信息获取等[14] [15] [16]。
从宏观角度来看，宏观经济指标(GDP)、省级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区环保倾向，均被证明对环境行为有推

进作用[17] [18]。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很少关注到心理和情景层面的因素对于环境行为的

影响。 

2.2. 环保贡献意愿与公民生态环境行为 

环保贡献意愿是从环境态度中剥离出的一种影响因素，目前学界对于环保贡献意愿研究仍处于萌芽

阶段。笔者认为环境贡献意愿应看似环境责任感，因此环境贡献意愿和环境主动关心是存在差异的，其

对环境行为也有着明显影响。环境贡献意愿即在一定条件下，对环境保护所能做出最大利益让渡的程度

底线，其对环境行为也有着明显影响[19]。聂伟基于 CGSS2010 数据，发现居民的减排行为更容易受到环

境保护意愿的驱动[20]。谢先熊等基于内蒙古 406 户牧民的调研数据，实证探究两阶段决策意愿及影响因

素，发现环境贡献意愿(减畜意愿)对牧民改变草原现有治理模式以及协同治理认同呈现了正相关[21]。 
为此本文根据以上文献及理论基础，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环保贡献意愿对私域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H2：环保贡献意愿对公域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2.3. 环境风险感知与公民环境行为 

环境风险感知是公民个体对于环境污染状况的认知状况，即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发现以及情感认知。

学者 Inglehart 认为污染严重的地区，公民趋向于参与环境保护运动[22]。学者 Franzen 在研究中也得出了

相似的结论[23]。洪大用等学者同样发现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公民环境行为有重要影响[24]。代豪通过对

大学生和周边企业及社区公众进行调查发现，雾霾风险认知对环境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25]。龚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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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于环境事件发生前后收集的重化工项目社会影响数据，发现环境风险认知的变化状况及其对公民风

险接纳并采取亲环境行为的影响[26]。 
为此本文根据以上文献和理论基础，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环境风险感知对私域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H4：环境风险感知对公域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2.4. 环境主动关心与公民生态生态环境行为 

尽管学者对于环境主动关心的说法不尽相同，如生态价值观等。但环境主动关心的核心概念得到了

学者的一致认可，即公民个体对环境积极主动的关心态度并由此延伸出来的价值观。环境主动关心的测

量法主要由洪大用等人对 NEP 量表加以改进而制作成的 CNEP 量表并验证了环境主动关心的正向影响

[27]。曲英在研究中验证了环境主动关心对环境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8]。刘贤伟等同样发现环境主动

关心与公/私域生态环境行为都有着显著的影响[29]。 
为此本文根据以上文献和理论基础，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环境主动关心对私域生态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H6：环境主动关心对公域生态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2.5. 大众传媒与公民生态环境行为 

大众传媒对生态环境行为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大众传媒的发展可以在有效提高公民环境认知结

构的同时，对公民的生态环境行为加以引导。然而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难以辨别真伪，公众可能会因

此而出现环境风险认知偏差，对应生成了不符合环境情况的公民行为。洪大用等、Gooch、彭远春、龚文

娟均通过实证证明了公民易于通过大众传媒获取环境信息、塑造环境认知、提升环境主动关心[30] [31] [32] 
[33]。 

为此本文根据以上文献和理论基础，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7：大众传媒对私域生态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H8：大众传媒对公域生态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2.6. 环保贡献意愿的中介作用 

Ajzen (1991)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PB)，行为意愿是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

感知行为控制三类因素的影响，而感知行为控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直接影响行为，因此行为意愿在

感知行为控制和行为之间有明显的中介作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环保贡献意愿是生态环境行为的主要

决定因素，而环保贡献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环境关心、环境风险感知)，环保贡献意愿也可以直接

影响生态环境行为[34]。据此，环保贡献意愿在环境关心、环境风险感知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之间有明显

的中介作用。 
为此本文根据以上文献和理论基础，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9：环保贡献意愿在环境风险感知和生态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9a：环保贡献意愿在环境风险感知和私域生态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9b：环保贡献意愿在环境风险感知和公域生态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10：环保贡献意愿在环境主动关心和生态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10a：环保贡献意愿在环境主动关心和私域生态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10b：环保贡献意愿在环境主动关心和公域生态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理论模型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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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itize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havior 
图 1.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影响机制理论模型 

3. 数据说明及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数据来源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科研、

教学、政府决策之中，能够综合地反映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2010 年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自 2003 年以

来的第 7 年，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总样本 11,783 个。CGSS2010 关于环境保护的题项数量

相比于其他两年显得更为细致全面，CGSS2010 能够更好地去展示数据背后的逻辑关系。剔除 L 部分缺

失信息的样本，实际获得样本量共计 3672 个。 

3.2. 研究方法 

利用 Mplus8.0 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判断潜变量与观测变量间的关系，利用收敛效度和区别效

度探究适宜分析的潜变量及其观测变量。采用结构方程建模(SEM)的方法，进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路径分析。辅以 Bootstrap 法进行环保贡献意愿的中介效应检验，最终整合路径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以验证研究假设，形成环境共治格局下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3.3. 变量操作化 

3.3.1. 因变量 
因变量为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结合学者彭远春的观点，根据 CGSS2010 的相关数据，文章从公、私

两个层面划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公域生态环境行为对应 CGSS2010 问卷中的 L21、L22a~L22c，对于回

答“否”、“有”分别赋予 1、5；私域生态环境行为则为 L20a~L20f，对于回答“从不”、“有时”、

“经常”、“总是”分别赋予 1、2、3、4。 

3.3.2. 自变量 
关于大众传媒测量模型的构建，对应 CGSS2010 调查问卷中的 A281~A286，即公民个体对报纸、杂

志等媒介的使用情况。对于回答“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分别赋予 1、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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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风险感知测量模型的构建，对应 CGSS2010 调查问卷中的 A14a~A14g，即公民个体对空气

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危害感知状况。对于回答“完全没有危害”、“不是很有害”、“有些有害

及无法选择”、“非常有害”、“对环境极其有害”分别赋予 1、2、3、4、5。 
关于环境主动关心测量模型的构建，对应 CGSS2010 调查问卷中的 L2501~L2515，即公民个体对人

类中心主义、人类例外主义、增长极限等问题的同意状态。对于回答“完全不统一”、“比较不统一”、

“无所谓同意不同意及无法选择”、“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予 1、2、3、4、5。 

3.3.3. 中介变量 
关于环保贡献意愿测量模型的构建，对应 CGSS2010 调查问卷中的 L12a~L12c，即公民个体为了保

护环境而对于支付更高价格、缴纳更多税额等的接受情况。对于回答“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

“既非愿意也非不愿意及无法选择”、“比较愿意”、“非常愿意”分别赋予 1、2、3、4、5。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样本描述性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odel variables 
表 1. 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潜变量 均值 标准误 MM WTP ERP PriEB PubEB EAC 

大众传媒(MM) 2.29 0.019 1      

环保贡献意愿(WTP) 2.97 0.018 0.168 1     

环境风险感知(ERP) 3.26 0.013 0.243 0.027** 1    

私域生态环境行为(PriEB) 2.19 0.013 −0.429*** 0.049** 0.111*** 1   

公域生态环境行为(PubEB) 1.08 0.009 −0.178*** 0.233*** −0.006 −0.106** 1  

环境主动关心(EAC) 3.39 0.016 0.031 0.362*** −0.067* 0.272*** −0.246** 1 
 

根据表 1 内容可知： 
① 大众传媒。根据对问卷样本(N = 3672)统计分析，经常、总是使用大众传媒的人数约占比 26.95%，

公民使用大众传媒还是相对较为频繁，仅有很少部分的人从不使用任何介质的大众传媒，这也说明了大

众传媒在信息获取渠道上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② 环保贡献意愿。根据对问卷样本(N = 3672)统计分析，比较及非常愿意为了保护环境而支付更高

的价格、缴纳更高的税及降低生活水平的人数占比 35.77%，然而，非常不愿意及比较不愿意做出环保牺

牲的人数占比 36.33%，还有部分人无法做出选择以及选择了观望的态度，保持了中立。这说明了为达到

环境保护的目的，还是有较多的人不愿让渡自己的权益，不愿意牺牲自己原本正常的生活水平及支付更

高的成本。 
③ 环境主动关心。根据对问卷样本(N = 3672)统计分析，我们了解到，2010 年有占比 65.5%的人比

较甚至是非常关心环境问题，有着较为良好的生态价值观。这也说明了在社会的发展中，公民主体意识

的不断觉醒，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然而也还有少部分人对环境表现出了冷漠，存在着一定的被动。因而

需要进一步唤醒公民环境主动关心。 
④ 环境风险认知。根据对问卷样本(N = 3672)统计分析，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的环境问题“相

当严重”，也有少部分被调查者对环境风险无动于衷。同时，被调查者对于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议题

关注度也呈现显著性水平，如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气候变暖等话题，公民更容易感受到个体交互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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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环境风险并作出应对措施。 
⑤ 环境行为。根据对问卷样本(N = 3672)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在私域环境中，公民环境行为(如节

约用水、节约能源消耗及垃圾分类等)呈现出了较高的主动性，但是能够经常或者总是做到上述行为的公

民也仅占比调查人数的 30%左右，这个占比说明能够在私人领域内实施环境保护行为的公民还是比较少，

对于身边的环境问题往往视若无睹。同时，相比于私域环境行为，能够参与公域环境行动的人更是极其

匮乏。调查中显示仅有不到 6%的人参与过签署环境请愿书、参加环境示威游行以及为环保组织捐款等行

动。同时，环境保护组织作为环境保护的一大重要参与主体，仅有 1.7%的人加入过环境保护组织，说明

环境保护组织的组织性以及宣传性仍是较为落后的。公民普遍对公共领域的环境问题及环境行动并不感

冒，尽管主体意识有所觉醒，但是公民对于公共领域环境行动参与过程不全面，参与程度浅显，更多的

是程序性参与。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 SPSS25.0，通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得到的 KMO 值为 0.945 > 0.8，显著性 P 值为 0.000 < 0.05，
呈现明显的显著性差异。据此，CGSS2010 中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题项适合做因子分

析。如表 2 所示，删除载荷量小于 0.4 题项后，各测量模型的 Cronbach’α系数及组合信度皆大于 0.7，平

均方差萃取量皆大于 0.5，潜变量 P 值均显著，具备良好的收敛效度。此外，如表 3 所示各变量相关性系

数小于 0.5 且相关性系数均小于平均方差萃取量平方根，具备良好的区别效度。综上，测量模型效度理

想。 
 
Table 2. Convergence validity test 
表 2. 收敛效度检验 

序号 潜变量名称 项数 Cronbach’α 组合信度 CR 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 P 值 

1 大众传媒 3 0.723 0.772 0.584 *** 

2 环保贡献意愿 3 0.863 0.843 0.644 *** 

3 环境主动关心 7 0.910 0.708 0.529 *** 

4 环境风险认知 5 0.834 0.756 0.561 *** 

5 私域生态环境行为 3 0.711 0.796 0.606 *** 

6 公域生态环境行为 3 0.867 0.857 0.667 *** 

注：*、**、***分别表示在 0.05、0.01、0.00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Table 3. Differential validity test 
表 3. 区别效度检验 

 大众传媒 环保贡献意愿 环境主动关心 环境风险认知 私域生态环境行为 公域生态环境行为 

大众传媒 0.764      

环保贡献意愿 −0.166 0.862     

环境主动关心 0.061 −0.178 0.727    

环境风险认知 −0.368 −0.207 0.199 0.749   

私域生态环境行为 −0.401 0.061 −0.360 0.343 0.778  

公域生态环境行为 −0.214 −0.135 0.189 0.333 0.412 0.817 

注：对角线数值表示各变量平均方差萃取量的平方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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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拟合度检验 

为观测模型拟合程度是否良好，笔者在 Mplus8.0 中对模型进行了拟合指标检测。结构方程建模是一

项系统性工程，如果简单地从几个指标来判定整体的模型拟合度，可能会出现误差，因而必须全方面地

观察各个指标是否符合判断标准。经检验，SRMR、GFI、RMSEA、IFI、TLI、CFI、x2/df 均符合判断标

准(见表 4)，模型结果具有有效性，结构方程建模可以接受。 
 
Table 4. Model fitting test 
表 4. 模型拟合度检验 

判断指标 SRMR GFI RMSEA IFI TLI CFI x2/df 

判断标准 <0.05 >0.90 <0.05 >0.90 >0.90 >0.90 <3 

检测结果 0.003 0.986 0.002 0.993 0.997 0.993 1.015 

适配评价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4.4. 结构路径检验 

路径系数检验则是去判断影响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否显著。路径系数

包含标准化和非标准化路径系数，当 P 值<0.05 时，则证明两个潜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呈现出显著性水平。 
根据表 5 内容可知，环保贡献意愿对公民公/私域生态环境行为影响路径系数为 0.192、0.010，且均

通过 0.00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当公民有更高的环保贡献意愿时，会相应参与更多的环境行动。因此假

设 H1、H2 成立。 
环境风险认知对公民公/私域生态环境行为影响不同。环境风险认知对私域生态环境行为呈现了负影

响，对公域生态环境行为呈现正向影响，表明环境风险感知愈强烈准确，会减少私域生态环境行为，采

取更多的公域生态环境行为，如加入抗议、游行等活动。因此假设 H3 不成立，H4 成立。 
环境主动关心对公民公/私域生态环境行为影响不同。环境主动关心对公域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假设

H6)未能获得样本数据支持，而对私域生态环境行为呈现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对于环境关心越主动，公民

从个体出发，会采取更多的私域生态环境行为，故 H5 成立。 
大众传媒对公民公/私域生态环境行为影响都呈现了负向影响路径，且均通过了 0.001 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大众传媒对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起到了抑制作用，尚未完全普及以及泛娱乐化的大众传媒阻碍了传播

有效环境信息。据此，假设 H7、H8 反向成立。 
 
Table 5. Structural path inspection 
表 5. 结构路径检验 

序号 X → Y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Z (CR 值) p 标准化路径系数 

1 MM → PriEB −0.135 0.012 −11.417 *** −0.181 

2 WTP → PriEB 0.192 0.013 15.195 *** 0.229 

3 EAC → PriEB 0.227 0.023 10.100 *** 0.161 

4 ERP → PriEB −0.179 0.023 −7.846 *** −0.123 

5 MM → PubEB −0.016 0.002 −8.674 *** −0.149 

6 WTP → PubEB 0.010 0.002 4.799 *** 0.081 

7 ERP → PubEB 0.010 0.003 2.949 ** 0.050 

8 EAC → PubEB −0.004 0.003 −1.010 0.313 −0.018 

注：*、**、***分别表示在 0.05、0.01、0.00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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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中介效应检验 

Bootstrap 方法在检验多重中介时该方法更具有检验力[35]。文章通过 Mplus8.0 软件，采用 Bootstrap
法来检验中介效应。因环境主动关心对公域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中介效应检验时将环境主动关

心–环保贡献意愿–公域生态环境行为这一路径删去(假设 H10b 不成立)，对余下的三条路径进行分析。 
由表 6 可得，环境主动关心通过环保贡献意愿影响私域生态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 0.068。除此以外，

环境主动关心通过环保贡献意愿影响私域生态环境行为的路径上 95%置信区间均为正，并且没有包括 0，
说明环境主动关心通过环保贡献意愿的中介作用影响私域生态环境行为。假设 H10a 成立。 

环境风险感知通过环保贡献意愿影响私域生态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0.161。除此以外，环境风险感

知通过环保贡献意愿影响私域生态环境行为的路径上 95%置信区间均为负，并且没有包括 0，说明环境

风险认知通过环保贡献意愿的中介作用影响私域生态环境行为。假设 H9a 成立。 
环境风险认知通过环保贡献意愿影响公域生态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 0.041。除此以外，环境风险认知

通过环保贡献意愿影响公域生态环境行为的路径的 95%置信区间均为正，并且没有包括 0，说明环境风

险认知通过环保贡献意愿的中介作用影响公域生态环境行为。假设 H9b 成立。 
 
Table 6.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 

序号 路径 非标准化效应值 S.E. 
95%的置信区间 

P 值 
上限 下限 

1 环境主动关心–环保贡献意愿–私域生态环境行为 0.068 0.03 0.036 0.129 *** 

2 环境风险感知–环保贡献意愿–私域生态环境行为 −0.161 0.01 −0.278 −0.102 *** 

3 环境风险认知–环保贡献意愿–公域生态环境行为 0.041 0.01 0.025 0.216 *** 

4.6. 研究小结 

Table 7. Hypothesis Test 
表 7. 假设检验汇总表 

假设序号 假设内容 假设结果检验 

H1 环保贡献意愿对私域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成立 

H2 环保贡献意愿对公域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成立 

H3 环境风险感知对私域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不成立 

H4 环境风险感知对公域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成立 

H5 环境主动关心对私域生态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成立 

H6 环境主动关心对公域生态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数据无法支持 

H7 大众传媒对私域生态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反向成立 

H8 大众传媒对公域生态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 反向成立 

H9a 环保贡献意愿在环境风险感知和私域生态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成立 

H9b 环保贡献意愿在环境风险感知和公域生态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成立 

H10a 环保贡献意愿在环境主动关心和私域生态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成立 

H10b 环保贡献意愿在环境主动关心和公域生态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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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后，汇总假设检验的最终状态(参见

表 7)，因此主要得出以下结果。 
本文将环境行为分解为公域环境行为和私域环境行为两个维度。私域环境行为的三个观测变量中，

节约能源或燃料、节约用水以及避免购买破坏环境的物品三者的因子载荷数均在 0.7 以上。这也就说明

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方面可能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而节约水以及能源燃料，但另一方面的角

度分析，我们也可能因为水以及能源燃料的高昂成本以及难以获得性而不得不节约，但是不管出于何种

原因，在私域环境行为上，公民节约水以及能源燃料做得很不错。然而像垃圾分类这一题项的因子载荷

为 0.458，虽然未用于观测变量，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公民垃圾分类意识于 2010 年时已经有了很大的觉醒。

在公域环境行为中，公民参与签署请愿书的因子载荷最高，这也充分体现了公民在环境保护行为中的主

动性以及主人翁意识，然而环保组织自 1978 年开始起步，目前也是成为了推动中国和全球环境保护事业

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力量，却鲜有人加入环境保护组织中去参与环境保护行动，这也就说明了环境保护组

织在环境保护行为的组织方面仍处于很薄弱的位置。 
在影响公私域环境行为的四个潜变量中。大众传媒对公域/私域的环境行为都呈现出了负向影响，一

方面，这可能和 2010 年互联网未能大范围普及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大众传媒中传递了一

些不真实的言论或是因为大众传媒未能将一些环境污染状况及环境信息状况予以公布，因而反向影响着

公民参与环境保护行为。尽管在当年互联网的影响不够明显甚至是反向影响，但在如今的 5G 时代中，

互联网必将承担起作为环境保护中公民获取信息重要渠道的角色。而环保贡献意愿对私域环境行为的影

响是所有指标中最大的，人们如果持有积极的环保贡献意愿，并且认为自己有条件实现自己的意向，那

么，他们将在公域或是私域中采取更为积极的环保行为，这也是符合计划行为理论，即良好的环境贡献

意愿容易促成积极的环境保护行为。环境风险认知对公民私域环境行为的也有着正向影响。这也说明了

在复杂性社会情境下，公民的风险认知愈发明显。复杂性条件下充斥着不确定性，因而公民也更加注重

环保行为。然而这种风险感知并不能影响到公域环境行为，仅仅影响了私域环境行为，这其实也说明了

公民当感知到环境风险时，会更加重视个体利益，而不是集体利益，因而公民偏向于采取短期性个体性

行为以保障自身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在本次研究中，不同于以往研究，由于因子载荷不满足，笔者无法检验环境认知结构以及公民对政

府环境治理满意度两个变量对公民环境行为的影响。首先，由于不同学历、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环境

认知结构不尽相同，环境知识往往受到受教育年限的限制。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

中，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08 年，文盲率为 4.08%。其次，公民对于诸如环保举报热线

电话缺乏掌握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就充分证明了公民对政府具体工作信息的了解仍有巨大的提升

空间。直到 2015 年环境保护部印发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也说明了公民

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未能有效影响到公民环境行为。 

5. 结论与建议 

针对环境共治视角下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提炼归纳了如

下四条研究结论。 
第一，环境共治视角下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多元化特征。研究发现观念层面影响因素

(如环境主动关心、环境风险感知及环保贡献意愿)、情景层面(如大众传媒)对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存在着显

著的影响作用，印证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综合且复杂的。 
第二，环境风险感知对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不同于以往的生态环境风险具有一定的

隐蔽性而难以感知，网络自媒体时代，新媒体、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技术的支撑使得公民信息渠道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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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促使公民获取环境信息有效实现，公民易于感知环境风险。但是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同样是一把“双

刃剑”，媒体的正向和负向影响均作用于环境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被“放大化”，错误的环境风险

感知将导致环境风险应对行为的偏差。 
第三，信息获取对于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一直都是研究热点所在，不同于以往研究，研究发现

大众传媒对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现代大众传媒充斥着大量娱乐化信

息，或多或少地形塑了公民的利己价值观从而负向影响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 
第四，公民公域和私域生态环境行为呈现显著性差异。公民基于个体理性所做出的选择易损害集体

理性，即在实施私域生态环境行为时无意识地对公域环境造成损害。当公民的个体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时，

公民往往只关心自己个体或是个体生活交互场域内的生态环境行为，对整体的环境危害现状形成沉默的

螺旋。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拟提出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提升政府前瞻性治理能力。环境共治视角下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且不确定性的特

征。政府需要跨越时空的限制，进行科学预测，及时有效地制定政策方案，引领公民的生态环境行为。

第二，强化环境风险教育。环境治理是一场公民参与的养成活动，环境风险教育能够增强公民参与环境

治理的主体意识，培养公民参与的主观意愿和责任归属感以改变环境议题认知。第三，建立公民同官方

传媒的信任机制。环境治理中政府的认知和识别力“有限理性”，从而政府应借助信任以简化复杂问题。

官方媒体环境信息的透明发布能够充分满足公民环境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需要，从而降低“黑箱操作”的

可能性，尽可能地消除公民对政府环境治理上的疑虑，从而公民与政府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建立起良好

的信任关系。第四，倡导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36]具体

到环境治理过程中，公共理性是确保环境治理用以维护环境公益的支撑，能够有效避免公共利益与个体

利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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